“三权下放”改革能否促进高校专利技术转移？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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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鉴于专利技术是高校科技成果的重要表达形式，聚焦高校专利技术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以下简称“三权下放”）改革政策评估，采用我国65所高校2009－2017年的科技统计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评估“三权下放”改革试点政策促进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的效果。研究发现：（1）“三权下放”改革试点政策对高校专利转让数量和转让收入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试点政策对专利转让数量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对专利转让收入存在动态效应；（3）试点政策效果存在异质性，主要促进了“双一流”高校、东部高校和理工类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4）专利申请对于试点政策促进专利技术转移具有中介作用，试点政策通过减少专利申请提高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研究表明“三权下放”改革初步达成了政策设计的初衷，但需持续追踪“三权下放”改革的影响，以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效果和效用；同时，未来我国专利质量提升应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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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of Three-rights" Promoted the Performance of Patent Technology Transfer in Universities？: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PSM-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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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reform to decentralize the right to use, dispose of and benefit from univers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which aims to promote the performance of patent technology transfer.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atistics of 65 universities from 2009 to 2017, this paper uses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method to evaluate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decentralization of three-rights". We find that: (1) the reform 0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number and income of university patent transfer; (2) the reform has a time-lag effect on the number of patent transfer and a dynamic effect on the income of patent transfer; (3) the reform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mainly promoting the performance in "doubl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eastern universities, and polytechnic universities; (4) patent applications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form and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reform has improved the performance by reducing patent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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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但此处作者是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跨越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台阶的重要环节。高校作为知识创新的主力军、技术创新的生力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每年高校的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等活动产生大量的科技成果，如何将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是我国当前科技界、教育界、商业界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根据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产权不明晰和交易成本过高是制约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梗阻因素，因此需要赋予高校科技成果产权以降低交易成本，激励科技成果的产生和转化。科技成果产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转化权等一系列权能[1]，产权配置包括国家与高校之间、高校与科技人员之间的产权分割，核心是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以下简称“三权”）的配置[2]。2014年9月，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了《关于开展深化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革试点的通知》，在中关村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遴选20家中央级事业单位启动了试点，标志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改革进入了新阶段。高校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下放（以下简称“三权下放”）改革试点的核心内容是取消政府对科技成果使用（作价入股）、处置（转让和许可）和收益管理的审批或备案，将审批权下放至科技成果完成单位；科技成果使用和处置收益全部留归单位、不再上缴国库，收益分配明确规定对科技创新创业和成果转化机构及人员的激励不能低于一定的比例；要求试点单位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作为科研项目立项和验收、机构及人员评价奖励、资金支持的重要内容和依据。试点区域通过上述改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三权下放”改革是否有效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实施是否存在时滞动态效应？政策作用于不同类别的高校是否存在差异？“三权下放”改革具体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客观科学地评估“三权下放”改革的政策效果，并为政策进一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鉴于专利技术是高校科技成果的重要表达形式，高校专利的“三权下放”改革是本次改革试点的重要政策作用点，故本研究聚焦于高校专利“三权下放”的改革政策评估，利用2009－2017年我国高校科技统计数据，选取12所“三权下放”试点高校作为实验组，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筛选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DID）对“三权下放”改革进行政策评估。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2.1  文献综述
高校专利技术转移是指高校利用其科技资源或能力从事新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等活动，从而促使专利技术从科学向市场扩散的生产过程[3]。产权配置是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的核心问题，关于产权配置对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的影响，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以Siegel等[4]为代表的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以美国《拜杜法案》为标志的专利所有权下放激发了高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高校技术转移，贡献了创新创业经济的发展。在《拜杜法案》颁布30周年之际，Grimaldi等[5]评估了美国、欧洲和亚洲明确政府资助专利的权属政策改革效果，指出高校持有专利显著促进了专利技术的许可。究其原因，“大学优先拥有处置权、发明人劣后拥有处置权”的设计激发了美国高校法人主体作用，在发明人、院系、TTO【加具中文名称】和高校之间进行收益分配促使四方形成了激励兼容的利益关系[6]。这种产权配置促使高校专利技术许可集中在了更有效的行业[7]，提高了技术转移效率和效果。考虑中国情境，一些学者认为“三权下放”将破解我国科技成果转化难的困境，政府持有科技成果产权抑制了高校和科技人员转移转化的能动性，而产权下放将调动发明人积极性，推动科技成果存量的转化，减少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束缚。具体而言，下放使用权有助于破除自主使用科技成果的障碍，下放处置权有助于促进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行为，下放收益权有助于激励技术创新[2]。如常旭华等[8]实证研究我国产权配置的影响，认为收益分配是影响教师参与高校专利转移的核心经济因素；武建龙等[9]认为“三权下放”有助于高校专利技术快速向企业转化。
另一种学术观点认为学术界夸大了专利所有权下放政策的作用和效果。Mowery等[10]通过对斯坦福大学等3所美国顶级高校的研究发现，其专利申请和许可收益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生物类专利的贡献，《拜杜法案》虽促进了高校专利申请和许可，但不是决定性因素。Siegel等[4]指出尽管《拜杜法案》规定研究人员必须提交发明披露，但该规则很少被执行，许多技术通过非正式渠道转移转化，在其他国家采取类似《拜杜法案》的拥护者夸大了《拜杜法案》在美国的影响[11]。进一步地，Grespi等[11]使用丹麦等6个欧洲国家的专利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高校拥有所有权对专利商业化率或经济价值的影响微弱。此外，So等[12]指出发展中国家与美国的研究系统和经济水平等特征存在不同，《拜杜法案》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具怀疑性。同样，国内也有学者对“三权下放”能否真正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持有怀疑态度，如张军荣等[13]利用1991－2011年我国高校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进行虚拟回归分析发现，排除研发投入因素后，将专利产权赋予高校的中国“拜杜规则”未能够促进高校专利产出；赵雨菡等[14]和聂常虹等[15]认为我国虽然实施了“三权下放”改革，但碍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政府保留着对高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高校拥有的产权并不完整，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行为市场化；此外，郭英远等[16]认为“三权下放”改革没有将产权下放至TTO或科研人员，缺乏科技成果处置权的权利制衡机制，未能有效解决科研单位内部利益分配问题，这些产权配置障碍弱化了“三权下放”改革的政策作用。
综上，关于产权配置政策对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存在争议，现有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少数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拜杜法案》等国外政策，较少以我国“三权下放”改革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而且为数不多的实证研究仅将“三权下放”改革作为影响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一个因素，并未以“三权下放”改革政策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有必要采用政策评估方法分析“三权下放”改革政策的效果，以期从产权配置的角度研究促进我国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的路径和方法。
2.2  研究框架
合理的产权配置能够减少交易成本、激励个体的知识创造行为[17]，专利产权的下放有利于破除对高校和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限制。从政策评估角度分析，改革试点政策促进了高校专利技术转移转化。因此，提出假设1：
H1：“三权下放”改革正向影响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
政策效果一般受后续的配套措施、政府部门实施政策的经验积累等因素影响[18]，即政策效果往往存在时间滞后。另一方面，政策效果还存在动态演变的过程，在实施之后的1年～2年内呈现逐步强化的现象，3年～4年逐步减弱[19]。因此，提出假设2：
H2：“三权下放”改革对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存在时滞动态效应。
常旭华等[8]、孙林波等[20]和祝铭等[21]分别提出，高校声誉、高校类型以及高校所在区域也是我国高校技术转移绩效的重要影响因素，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高校技术转移转化情况本就不平衡。相应地，“三权下放”对不同类别高校专利技术转移转化的作用会存在差异。因此，提出假设3：
H3a：“三权下放”改革正向影响“双一流”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绩效。
H3b：“三权下放”改革正向影响东部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绩效。
H3c：“三权下放”改革正向影响理工类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绩效。
“三权下放”改革可激发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热情，促使高校专利申请量的增加、有利于高校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促进高校专利技术转移。因此，提出假设4：
H4：“三权下放”改革通过专利申请量影响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
据此，得到“三权下放”政策效果评估的研究框架（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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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3  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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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重点探究“三权下放”改革政策的效果评估，双重差分方法是公共政策评估的主流方法，采用DID方法，将“三权下放”改革试点高校视为实验组，通过比较试点高校和非试点高校试点实施前后的差异可评估政策效果的净效应；由于试点高校的选择不具有随机性，需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造与试点高校类似的对照组，以满足DID平行趋势假设。
3.1.1  利用PSM构造对照组
匹配的目的在于从没有试点的高校中找到与试点高校具有类似特征的个体，从而构造反事实结果。具体而言，选择控制变量建立Logit回归模型，计算样本中各个高校的倾向得分，为试点高校匹配最为接近的没有试点高校作为对照组。匹配原则是既要使试点高校与没有试点高校的倾向得分尽量相等，又要保证各控制变量在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没有明显差异。
3.1.2  采用DID衡量改革效果
匹配后，可得到另一组高校样本U，其中表示匹配后的试点高校集合，即实验组；表示匹配后没有试点的高校集合，即对照组。定义试点的虚拟变量，当高校时，；当高校时，。同样的，定义时间的虚拟变量，试点之后的时期取1，试点之前的时期取0。基于此，构建DID模型（模型1）：
（1）
式（1）中：表示高校；表示年份；是结果变量；、、、和为参数；为控制变量；为个体固定效应；为时间固定效应；为随机误差项。根据PSM-DID方法的基本思想，交互项的系数可真正度量改革的政策效应，是最主要的参数。
为了捕捉“三权下放”改革后每个年度的政策效应与时滞动态变化趋势，参考范子英等[22]的做法，将模型1中的平均效应分解到改革后的每个年度，得到模型2：
																		（2）
此外，考虑到“三权下放”对不同类别高校的专利转移转化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故需进一步细分高校样本并再次进行PSM-DID以作分类比较。
3.1.3  中介作用机制
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来考察“三权下放”是否可以通过专利申请量提高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回归模型模型3和模型4分别设定如下：
																				（3）
																		（4）
式（3）（4）中，为中介变量。
与模型1类似，模型3重点关注系数以测量政策效应。根据钱雪松等[23]提出的步骤进行中介效应检验，依次对模型1、模型3和模型4进行回归，若不显著，停止中介效应分析；若显著，检验系数和。若和同时显著，说明“三权下放”改革通过专利申请量进而影响高校技术转移水平，其影响程度为；若二者至少有一个不显著，需要进行Sobel检验。在和同时显著的情况下，若模型4中依旧显著，说明中介效应存在；若此时不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3.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3.2.1  数据来源
根据“三权下放”改革试点文件，试点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考虑到政策执行的滞后性，以2015年作为政策实施的时间分界点。所用数据来自2009－2017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及《中国统计年鉴》，共选取72所高校，包括64所教育部直属高校、7所工信部高校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剔除部分重要变量数据不全的高校后，最终得到65所高校数据，总样本量为585个。
3.2.2  变量选择
衡量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常用指标有专利许可（出售）量、专利许可（出售）收入等，结合叶静怡等[24]和Kim等[25]关于技术转移转化实证研究的做法，以专利出售合同数（psn）和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psi）作为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代理变量。
中介变量为专利申请量（pa），并设置了和两组虚拟变量。其中，北京大学等12所试点高校的试点虚拟变量取1，复旦大学等53所非试点高校的则取0；2009－2014年为试点之前，时间虚拟变量取0，2015－2017年为试点之后，取1；did为的交互项，表示改革政策的净效应。
为了控制除改革外的其他因素对改革结果的影响，共选取了5个控制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变量
	变量说明

	psn
	专利出售合同数/项

	psi
	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千元

	time
	时间虚拟变量，试点后为1；试点前为0

	treated
	试点虚拟变量，试点高校为1；非试点高校为0

	did
	的交互项，表示政策的净效应

	pa
	专利申请量/件

	rdn
	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数/项

	rdp
	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当年投入人数/人年

	rde
	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项目当年支出经费/千元

	pg
	专利授权量/件

	gdppc
	高校所在省份人均生产总值/（元/人）



4  实证分析
4.1  PSM处理及检验
表2是主要变量2009－2017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知psn的均值约为17项，psi的均值约为6 493千元，rdn、rdp和rde等主要变量的标准差均高于均值，且最大最小值相差较大，表明个体样本间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运用PSM方法处理样本。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个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psn
	585
	项
	17
	30
	0
	450

	psi
	585
	千元
	6 493
	22 870
	0
	253 765

	pa
	585
	件
	796
	701
	0
	4 223

	rdn
	585
	项
	459
	471
	1
	2 691

	rdp
	585
	人年
	183
	193
	0
	1 759

	rde
	585
	千元
	120 603
	163 367
	7
	1 512 875

	pg
	585
	件
	482
	457
	0
	2 570

	gdppc
	585
	元/人
	66 570
	28 815
	16 408
	128 994



采用非替代性的一对一最近邻匹配方法开展PSM，为验证匹配结果是否消除了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的系统性差异，需进行平衡性检验。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匹配后各控制变量组间均值差异的绝对值既均小于13%，又都低于匹配前的差异，且t统计量都不显著，说明本研究所做匹配符合标准化差异绝对值小于20%、t统计量不显著等独立分布条件，匹配后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取得了共同的时间效应趋势，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表3内注意短横线非负数/减号符号】
表3  主要变量的平衡性检验
	控制变量
	匹配情况
	均值
	差异%
	t检验

	
	
	实验组
	对照组
	
	t
	P>|t|

	rdn
	匹配前
	0.141
	-0.032
	15.100
	1.630
	0.104

	
	匹配后
	−0.089
	0.056
	-12.700
	-1.720
	0.087

	rdp
	匹配前
	0.053
	0.012
	-7.800
	-0.600
	0.546

	
	匹配后
	-0.074
	0.064
	-1.200
	-0.160
	0.875

	rde
	匹配前
	-0.318
	0.072
	-34.900
	-3.700
	0

	
	匹配后
	-0.173
	-0.243
	6.200
	0.470
	0.640

	pg
	匹配前
	0.132
	-0.030
	16.600
	1.520
	0.129

	
	匹配后
	0.095
	0.174
	-8.200
	-0.550
	0.581

	gdppc
	匹配前
	0.384
	-0.087
	46.500
	4.490
	0

	
	匹配后
	0.337
	0.313
	2.300
	0.170
	0.865


注：为去除量纲的影响，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为确保匹配后的样本具有良好的可比性，进行PSM还需满足共同支撑条件，剔除落在重叠区域之外的部分样本以提高样本匹配质量、增加PSM的有效性。由图2可知，匹配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倾向得分值的概率分布存在明显差异且重叠区域较小；匹配后，两组样本的倾向得分都在0～1之间且分布具有较大重叠区域，较好地满足共同支撑条件。通过平衡性检验和共同支撑检验可知，匹配后得到的样本消除了系统性差异和选择性偏误，得出了较为合适的匹配样本，PSM策略有效。
[image: ]   [image: ]
（a）匹配前								（b）匹配后
图2  样本PSM前后的核密度

4.2  DID回归估计
在PSM的基础上得到了与实验组特征相似的对照组，样本量为495个，采用DID可评估改革政策对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结果详见表4。其中，（1）～（6）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三权下放”改革总体上对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1成立。从控制变量的角度分析，相对于第（2）列和第（5）列，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第（3）列和第（6）列的did系数变化不大，且R2有所增加，说明控制变量的选取较为恰当，PSM结果稳定。


【表4内，数字后的“*”改为上标，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4  变量的DID回归结果
	结果变量
	psn
	psi

	
	（1）
	（2）
	（3）
	（4）
	（5）
	（6）

	did
	0.554**
(2.338)
	0.521***
(2.906)
	0.419**
(2.330)
	1.197***
(5.012)
	1.149***
(6.101)
	1.161***
(6.002)

	time
	0.260**
(2.462)
	0.478***
(3.094)
	−1.260***
(-2.854)
	0.178*
(1.671)
	0.478***
(2.948)
	-0.254
(-0.536)

	treated
	0.030
(0.218)
	-0.113
(-0.304)
	-1.663***
(-3.061)
	0.185
(1.356)
	-0.148
(-0.380)
	-0.803
(-1.376)

	rdn
	
	
	0.048
(0.361)
	
	
	-0.075
(-0.521)

	rdp
	
	
	0.504***
(3.126)
	
	
	0.353**
(2.037)

	rde
	
	
	0.104
(1.115)
	
	
	0.177*
(1.776)

	pg
	
	
	0.323***
(3.327)
	
	
	0.242**
(2.315)

	gdppc
	
	
	0.824***
(3.816)
	
	
	0.308
(1.326)

	_cons
	-0.119*
(-1.863)
	-0.225
(-0.786)
	1.558***
(3.156)
	-0.148**
(-2.290)
	-0.355
(-1.184)
	0.368
(0.693)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95
	495
	495
	495
	495
	495

	R2
	0.046
	0.542
	0.574
	0.123
	0.542
	0.553


注：1）小括号里的数为t值；2）*、**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下同。

4.3  时滞动态分析
基于模型2将2015－2017各年度的处理效应代替did平均效应纳入回归模型，改革后的时滞动态效应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第（2）列和第（4）列纳入了控制变量。由did系数及显著性可知，对于专利出售合同数（psn）而言，改革从2016年开始出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在2015年和2017年则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对于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psi），在2015－2017年期间改革始终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且效果在2016年最佳。可见psn存在时滞效应，psi则存在动态效应，假设2部分成立。以2017年的样本为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psn为1项、psi为4 196千元，华中农业大学的psn为8项、psi为83千元，而专利出售合同数和收入随技术转移阶段变化，在初始阶段合同数量代表了技术需方对大学专利的兴趣，在中后阶段实际收入则代表了技术需方对大学专利的实质性需求[26]，即相对于专利出售合同数，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更能体现专利转移转化的价值，因此psi比psn更好地代表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



【表5内，数字后的“*”改为上标，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5  改革效果的时滞动态效应
	结果变量
	psn
	psi

	
	（1）
	（2）
	（3）
	（4）

	time
	0.573***
(3.643)
	-1.188***
(-2.723)
	0.459***
(2.750)
	-0.209
(-0.440)

	treated
	-0.113
(-0.307)
	-1.696***
(-3.153)
	-0.148
(-0.380)
	-0.736
(-1.259)

	did2015
	0.319
(1.185)
	0.312
(1.180)
	0.732**
(2.561)
	0.785***
(2.727)

	did2016
	1.226***
(4.555)
	1.083***
(4.091)
	1.458***
(5.107)
	1.447***
(5.028)

	did2017
	0.016
(0.060)
	-0.159
(-0.591)
	1.253***
(4.390)
	1.260***
(4.311)

	_cons
	-0.225
(-0.796)
	1.596***
(3.263)
	-0.355
(-1.187)
	0.298
(0.5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95
	495
	495
	495

	R2
	0.556
	0.587
	0.547
	0.557



4.4  异质性分析
为了考察政策的作用点，需分析“三权下放”对不同类别高校的政策效果。按照地理位置，将样本高校划分为东部和中部，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份，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份；按照类型，将样本高校划分为综合、理工和其他类，划分依据校友会2020中国各类型百强大学排名【标注来源文献】，其他类高校主要包括农林、师范、医药类大学。由表6可知，从层次上划分，“双一流”高校的psn和psi都显著为正，非“双一流”高校则都不显著，说明改革主要促进了“双一流”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从区域上划分，东部高校的psn和psi显著为正，中部则都不显著，说明改革主要促进了东部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从类型上划分，理工类高校的psn和psi显著为正，综合和其他类高校则都不显著，说明改革主要促进了理工类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综上可知，对于不同类别的高校，“三权下放”对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作用存在差异，故假设3成立。
【表6内，数字后的“*”改为上标，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6  改革效果的异质性
	变量
	全样本
	按层次分类
	按区域分类
	按类型分类

	
	
	“双一流”
	非“双一流”
	东部
	中部
	综合
	理工
	其他

	psn
	0.419**
(2.330)
	0.796**
(2.261)
	-0.234
(-0.581)
	0.742***
(2.994)
	-0.209
(-0.717)
	-0.118
(-0.324)
	0.753***
(2.719)
	0.040
(0.370)

	psi
	1.161***
(6.002)
	2.238***
(5.999)
	-0.143
(-1.395)
	1.820***
(6.756)
	-0.032
(-0.185)
	-0.449
(-1.255)
	1.839***
(5.825)
	0.011
(0.2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95
	237
	258
	352
	72
	145
	263
	87

	R2（psn）
	0.574
	0.558
	0.681
	0.590
	0.533
	0.727
	0.512
	0.683

	R2（psi）
	0.553
	0.607
	0.557
	0.586
	0.617
	0.426
	0.597
	0.417



4.5  中介机制分析
在表7中，无论psn还是psi，模型2的和模型3的和同时显著，表明中介效应存在且不是完全中介作用。与预设的中介作用所不同的是，模型2的did为负，表明“三权下放”对专利申请量的作用是负向的，即“三权下放”改革通过减少而不是提高专利申请进而促进高校专利技术转移。假设4不完全成立的原因可能在于试点高校重视专利转移转化，更加关注申请有价值的专利以消除申请数量的泡沫影响。因此，“三权下放”改革试点政策负向影响专利申请量，但是正向推动了高校专利技术转移转化。
【表7内，数字后的“*”改为上标，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7  专利申请量的中介作用
	结果变量
	模型2
	模型3

	
	
	psn
	psi

	did（或）
	-0.122*
(-1.802)
	0.426**
(2.358)
	1.156***
(5.947)

	（）
	
	0.503*** (3.121)
	0.353**
(2.0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95
	495
	495

	R2
	0.933
	0.574
	0.553



5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PSM-DID结果的可靠性，需要进行稳健性分析。本研究主要通过采取不同匹配方法、反事实检验和替换结果变量来评判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5.1  不同匹配方法
前述实证均采用卡尺内最近邻匹配（1∶1），为考察不同匹配方法对PSM-DID结果的影响，分别以近邻匹配（1∶5）和核匹配为匹配方法再次进行了PSM-DID。由回归结果可知，3种匹配方法的did都显著为正，且样本数和R2等系数都比较接近，表明PSM-DID结果可靠。
5.2  反事实检验
为了使实验组和对照组更具可比性，控制了影响12所试点高校的非试点变量；然而，如果还存在某些未观察变量显著影响“三权下放”的政策效果，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较大偏差，那么所估计的PSM-DID结果就不能合理地归为改革的作用。为了检验这种情况存在，将复旦大学等12所非试点高校替换为试点高校，其余高校均设置为对照组以构成新样本。反事实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各结果变量的did系数均不显著，即新样本的实验组和控制组的专利转移绩效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排除了未观察到的变量对估计结果的显著影响，本研究的PSM-DID实证结果稳健。
5.3  替换结果变量
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提高不仅仅表现在专利出售绝对数量的增大上，更应该表现在相对于专利存量占比的提升，因此，将专利出售合同数与专利授权量的比值作为新的结果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替换后的结果变量仍支持已有结论。
6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采用我国高校科技统计数据，基于PSM-DID方法评估了“三权下放”改革对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改革总体上提升了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对专利出售合同数和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后者的促进作用更大；第二，改革对高校专利技术转移绩效存在时滞动态效应，专利出售合同数存在后延1年的时滞效应，而专利出售当年实际收入则存在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效应；第三，改革对不同类别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差异，改革主要促进了“双一流”高校、东部高校和理工类高校的专利技术转移，对非“双一流”高校、中部高校、综合和其他类高校的作用暂不明显；第四，改革通过降低专利申请量来促进高校专利技术转移。
研究结果的政策启示如下：首先，“三权下放”改革初步达成了政策设计的初衷，有效促进了高校专利技术转移，提高了专利转让数量和转让收入。与此同时，“三权下放”改革的政策效果存在时滞性和动态性，且作用效果因高校的层次、类型和所在区域而异，故需要持续追踪“三权下放”改革的影响，并结合产权激励、税收减免等配套政策进行综合分析，以更好地发挥政策的效果和效用。其次，“三权下放”通过负向影响专利申请量进而提高专利技术转移绩效，说明未来我国专利质量提升应为重中之重。为了实现从专利大国向专利强国转变的目标，我国需要重视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从申请向转化转变，通过提高高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强化高价值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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